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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东亚朝贡体系是近代以前独立存在于东亚的世界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

体系 ,本质上是儒家的天下理论与东亚的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

与西方殖民体系相比 ,朝贡体系虽然也表现出不平等的一面 ,然而它却有着与后者截然不同的文

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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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朝贡体系是近代以前东亚地区以中国为

中心的世界体系的简称。这一体系从一定意义上

说是儒家天下理论塑造下的产物。以“仁”与“礼”

的互补为特征的德化主义 ,是朝贡体系的基本文化

内涵。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与西方殖民体系相比 ,

朝贡体系虽然也表现出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式

的结构特点 ,然而其本质却有根本的不同。与此同

时 ,朝贡体系也有明显的虚幻性。在朝贡体系身

上 ,反映了儒家的德化理论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

一

朝贡体系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先秦之前。朝贡

中的“朝” ,本来指的是诸侯对天子的觐见 , “贡”则

指的是诸侯向天子进献物品。《左传·宣公三年》

载:“昔夏之方有德也 ,远方图物 ,贡金九牧。”《周礼

·夏官司马》则记载周时设有专门接待远人的怀方

氏之职:“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 ,致方贡 ,致远物。”

然而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发育 ,又远远达不到中央集

权的水平 ,由此而形成了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在国

土结构上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已经确立了中央权

力的唯一性 ,另一方面则是中央对地方势力还只能

保持有限的控制。一般来说 ,王畿是中央直接控制

的地区 ,以此为中心向外推 ,离王畿越远 ,中央的控

制能力也就越弱 ,甚至仅能保持一种名义上的控制

而已。

大约从西周开始 ,逐渐形成了与这一事实相应

的天下模式 ,也就是所谓“五服”理论。五服是一个

以王畿为中心 ,按照远近亲疏的关系 ,由内向外扩

展的同心圆式的等级结构。五服之中 ,甸、侯、宾三

服大体相当于王畿与诸侯的领地 ,也就是所谓的

“华夏” ,而要、荒二服 ,则是 “蛮夷” 、“戎狄”的范围。

这个模式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 ,这个模式假定 ,

包括蛮夷戎狄在内的全部天下 ,而不仅仅是华夏地

区的诸侯 ,都应当承认天子的控制权 ,都应当接受

天子的最高权威 ,这也就是说 ,天下是一个连续的、

宗法式的整体。第二 ,与华夏地区不同 ,要、荒二服

的蛮夷戎狄所受的控制又是十分松散的 ,甚至只是

象征性的。要服的蛮夷只需要交纳礼仪性的地方

特产 ,而荒服的戎狄则只需要在名义上认同天子是

天下的共主这一点就行了 ,即所谓的“王” 。

五服模式对于儒家天下秩序观的形成有直接

的影响。先秦的儒家经典 ,包括《尚书·禹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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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职方氏》以及《荀子》 ,在世界观上都是基本

继承了祭公谋父的五服之制;而在后世的儒家中 ,

只要谈起天下秩序 ,更是言必称五服。以至于完全

可以说 ,五服理论实际成了儒家天下模式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五服模式契合了

儒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原则。在儒家的眼

中 ,天下秩序应该是以“仁”(天下一体意识)为精

神、以“礼”(宗法伦理秩序)为架构。“礼者 ,天地之

序也。”(《礼记·乐记》)五服理论的意义在于 ,它为

儒家所提供的 ,正是一种以天子为核心的 、伦理等

级式的天下模式。因而它成为儒家天下模式的核

心 ,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 ,朝贡体系正是儒家的天下模

式与秦汉之后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秦汉以中

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在郡县制下 ,原来

所谓的甸服、侯服 、宾服都变成了“王畿” ,成了“中

国” ,成了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 ,之间的区别日渐失

去意义 ,“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突出 ,

天下秩序便主要成了“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关系

问题。然而在儒家的眼中 ,“中国”与要服 、荒服的

“蛮夷戎狄”之间的伦理等级关系没有改变 ,天子为

天下共主这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天子与“四

夷”的君长之间的关系 ,至少在名义上 ,只能是类似

于分封制下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 ,是宗主与

藩属之间的关系 ,而分封制下的诸侯对天子的“朝”

“贡”之制 ,则是维系“中国”与“四夷”关系的基本方

式。这是以“礼”为表现形式的“天地之序”的基本

要求。

以儒家的这种天下模式为基础 ,随着中原王朝

与周边民族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

展 ,汉代以后 ,中原王朝的周边民族与周边国家 ,一

个个地被纳入了一个庞大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

朝贡体系之中 ,朝贡关系也就因此被视为中原王朝

同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唯一的主导性关系形式。尽

管中原地区的周期性战乱可能会暂时地削弱这一

体系 ,但从总体上来说 ,朝贡体系一直处于一个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天

朝”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这确实是一种“中国中心主义” ,或者说“天朝

中心主义”的天下模式 ,而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然而 ,朝贡体系并不意味宗主国对朝贡国在政治上

的支配和武力上的征服 ,相反 ,与儒家世界秩序的

整体性的、非对抗性的基本特征相呼应 ,朝贡体系

的基本精神 ,是强调“耀德不观兵”的“德化” 。

“耀德不观兵”这一命题 ,是祭公谋父在论述

“五服”理论时一开始便提出来的。祭公谋父说:

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 ,动则

威 ,观则玩 ,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

“载戢干戈 ,载橐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时夏 ,

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 ,懋正其德而厚其

性 ,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 ,明利害之乡 ,以文修

之 ,使务利而避害 ,怀德而畏威 ,故能保世以滋

大。(《国语·周语上》)

具体来说 ,在“五服”模式中:

有不祭则修意 ,有不祀则修言 ,有不享则

修文 ,有不贡则修名 ,有不王则修德 ,序成而有

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 ,伐不祀 ,征不

享 ,让不贡 ,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 ,有攻

伐之兵 ,有征讨之备 ,有威让之令 ,有文告之

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 ,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

于远 ,是以近无不听 ,远无不服。(《国语·周

语上》)

如果说“五服”之制所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性的

天下秩序的基本结构的话 ,那么强调“德化”而征服

则是这个秩序的基本精神。儒家在继承了祭公谋

父的五服模式的同时 ,也继承了其德化的精神。这

一点在孔子的“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中 ,在

《礼记·中庸》的“柔远人 ,则四方归之”中 ,都有充

分的体现。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从现代人的眼光

出发 ,将这种价值取向称为“慕化主义”与“不治主

义” ,[ 1] 7他说:

从中国方面看来 ,由于夷狄未具有礼的

文化 ,但它却仰慕具有礼的文化的中华(中夏)

而谋求化育 ,即“慕化(慕夏)主义” ,因而就诞

生了这样一种特征 ,即与夷狄之间发生邦交关

系。与慕化主义互为表里的观念 ,是东汉何休

所说的“王者不治夷狄 ,来者不拒 ,去者不追”

的所谓“不治主义” ,以朝贡为媒介而建立起来

的华夷秩序 ,就是以慕化主义和不治主义为其

基本观念 ,由中华帝国与夷狄作为以前者为中

心的上下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 1]7

“慕化主义”反映的是文化的吸引与认同在朝

贡体系中的纽带性作用 ,而“不治主义”则是朝贡体

系在政治上的基本特点。他认为 , “不治主义”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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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际体系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体系的显著差

异之一。他说 , “近代的国际关系在形式上是平等

的 ,但实质上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 ,强

国以各种方式控制弱国 ,干涉其内政” ,而“作为宗

主国的中华帝国与作为藩属国的朝贡国的关系 ,虽

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但宗主国原则上并不干涉

藩属国的内政” 。[ 1] 7-8这个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

直到近代 ,总理衙门在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

上 ,仍然多次申明“一切政教禁令 ,向由其(指朝

鲜———引者注)自主 ,中国向不与闻” 。

二

朝贡体系的这种性格 ,与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

质的不同。与西方殖民体系相比 ,朝贡体系也表现

出明显的“中心-边缘”的结构特点。然而 ,在西方

殖民体系中 ,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是一种征服

与被征服、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而

朝贡体系却是以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文明需求

为动力、以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经济流动为实质

的 ,这是儒家所谓的“德化远及”的现实内容。

中心与边缘之间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 ,是西方

殖民体系的一大特征。这一点 ,早在古希腊 、古罗

马时期便已表现了出来。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 ,对

外扩张便是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 ,希腊文明的繁荣不可

能主要建立在本土的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相反 ,希

腊文明走上了一条海外贸易、海外掠夺与海外殖民

相结合的外向型发展道路 ,并由此而形成了区别于

内向型的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念。哲学家伊索克拉

底号召希腊人“把战争带到亚洲 ,把幸福带回希

腊” ,柏拉图也认为对于城邦公民来说 ,海港和船

坞 ,城墙和贡税要比正直和克己更重要。海港与船

坞代表的是贸易 ,城墙和贡税代表的是征服 ,当贸

易与征服相结合成为文明发展的重心的时候 ,“正

直和克己”这样的道德意识是不可能得到崇尚的。

罗马的起源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 ,从外邦 、外

族夺取财富 ,特别是夺取土地、奴隶 ,来支撑它的强

盛 ,是罗马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通过不断对外征

服 ,外部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 ,保证了罗马

文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到公元前 2世纪 ,罗马

3/4的财政已经来自国外 ,战斗比生产更成为公民

们的主要工作。而“对于这个把生产交给奴隶 、把

公民变成士兵的强大的侵略性帝国来说 ,它的最大

的威胁不是别的侵略国家 ,而是那些拥有发达农业

的商业国家”[ 2] 17 。当罗马调查了拥有广阔农田的

迦太基的繁荣 ,老卡托便在罗马的元老院中手拿无

花果的树枝 ,告诉元老们 ,这个盛产无花果的国家

离这里只有三天的海路 ,并反复说着“我们必须消

灭迦太基”这句名言。对于这时的罗马帝国来说 ,

“掠夺迦太基比重建自己的农业更具有现实意

义”[ 2] 17 。

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 ,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地位

得到确立之后 ,西方文明的“扩张-发展-进一步

扩张”的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用保罗·肯尼

迪的说法 ,是“进一步扩张 ,带来新的发现 ,因而带

来贸易机会 ,结果是额外的收获 ,这又刺激了更大

的扩张”[ 3] 34 。与希腊罗马的扩张不同 ,近代西方的

扩张更多地反映了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 ,因而近代

西方文明的扩张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扩张到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西方文明也正是在这个全球性的扩张

中确立了在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而这一体系的建立 ,从一开始就是以掠夺殖民地的

财富、资源与劳动力为目的的。这种对殖民地的疯

狂掠夺 ,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这样说 ,资源 、财富与力量

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 ,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

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

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 ,中国文明一直保持着

东亚文明中心的地位。周边地区对中国文明的需

求 ,要远远大于中国对周边文明的需求。中国文明

对于周边的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这是以中国

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用

美国学者马克·曼考尔的话说 ,是“中国的技术发

明 ,包括从周代的弩到东汉的纸 ,加深了中国与邻

居们之间的差距 ,并因此而在所有层次上都增加了

国际关系增长的潜力”[ 4] 9 。这是一种以文明的扩散

而非武力的扩张为主要动力的国际关系体系。根

据马克·曼考尔的研究 ,“国外对中国物品的需求

大于中国对国外的需求这样一种模式 ,在汉代已经

是很明显了” ,直到 19世纪中叶 ,这“仍然是中国与

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的基本特色” 。曼考尔并断

言: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 ,“不是因为中国人渴求

得到外国物品 ,而是因为外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贸

易。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增加 ,不是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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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奔赴在商路上去搜集信息 ,而是———从总体上

来说———是因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带来了信息 ,后

者之所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是因为中国人将之看

成是有趣的奇闻”。[4] 10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 ,文明的

优势几乎总是意味着积极的对外扩张 ,而优势的中

国文明追求的却是“四夷来朝”、“德化来远”了。一

个是“去” ,一个是“来” ,这里所反映出的 ,是中西文

明的不同本质。曼考尔认为正是中国文明这种不

同于西方文明的本质阻止了“中国帝国主义” ,即扩

张主义的发展。他说:

中国对它自己文明的认识并不包括侵略

性的使命……中国人总是欢迎那些希望自己

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的人们 ,然而他们并不象

法国人 、英国人和 19世纪与 20世纪的美国人

那样试图通过征服世界的方式使世界开化 ,从

而将世界变成他们自己的复制品。中国的传

统经济也没有发展出对其他经济的产品、原材

料或廉价劳动力的贪婪胃口。中国的经济技

术 18世纪末叶都是远远先进于欧洲 ,然而它

与中国自己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的结构结合在

一起 ,从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踏上了自给自

足的方向 ,而不是通过贸易或远征而进行对外

扩张。[4]11-12

需求是文明交往的基本动力。中国文明与周

边地区的这种关系 ,决定了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过

程中 ,主动者更多的是外部世界 ,而不是中国。朝

贡体系本来就是中国与世界进行交往的一个框架 ,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往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朝贡体

系是不可能以中国对边缘国家和地区的掠夺为机

制的 ,恰恰相反 ,朝贡体系是以周边地区对中国文

明的内在需求为动力的 ,朝贡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

恰恰是周边的朝贡国。

经济上的巨大利益 ,是许多朝贡国家乐意加入

朝贡体系的主要原因。朝贡国通常会得到———至

少在一开始———朝廷所赐予的慷慨礼物 ,贸易对于

这些朝贡国来说有更重要的吸引力。事实上他们

中相当多是以朝贡为名、以贸易为实的。实际上 ,

在朝贡体系中 ,进贡本身就是一种特许贸易。而

且 ,这种特许贸易是以“厚往薄来”为特点的 ,中原

王朝对朝贡国的所谓“赏赐”的价值 ,往往远远超出

朝贡国的“贡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 ,对于朝贡国

而言 ,对中国的进贡实际是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事

情 ,因而出现许多朝贡国不到贡期就要求朝贡的现

象。明初本来规定朝鲜三年一贡 ,然而朝鲜却多次

要求改为一年三贡;清代规定朝鲜每年一贡 ,而实

际上从 1637年到 1893年的 256年中 ,朝鲜向清王

朝定期派遣的朝贡使节共达 514 次 ,平均每年 2

次 ,不定期的入贡还不计在内。[ 5]而日本本来自丰

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后即退出了朝贡体系 ,然而在很

长的时间里 ,日本却要求受其控制的琉球王国继续

维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 ,以从中获利。

对引进中国文化的需求 ,是部分朝贡国加入朝

贡体系的另一考虑。上面提到的美国学者马克·

曼考尔则认为 ,“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最伟大

的商品”;中国文化的出口 , “建立在世所公认的中

国在知识与物质文化方面的优势之上” , “一旦`文

明' 与̀ 现实的中国文化'这两个概念之间一定程度

上的同义性得到了认同 ,一旦这种同义性得到了中

国物质文化的真实的优势的支持 ,中国周边民族的

统治者和精英们引进各方面的中国文化这一点 ,就

是符合逻辑的发展了” 。曼考尔并强调说 , “这一点

直到二十世纪 ,依然是这些地区和文化的一个活跃

因素” 。[ 4] 10的确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

传播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本

身就构成了联结中国与越南、朝鲜之间关系的重要

纽带。

寻求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 ,也是朝贡国家加入

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朝贡国来说 , “与

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 6]76 ,从而大大改

善自己的安全环境 ,这确实是许多小国主动加入朝

贡体系的重要动机。信夫清三郎认为 ,作为后进国

而出现的日本 ,正是因为曾作为朝贡国进入了朝贡

体系 ,才“在中华帝国的保护伞下实现了自立”[ 1] 8。

明后期日本侵略朝鲜 ,明王朝出兵“援朝御倭” ,维

护了朝鲜的独立 ,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然而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 ,维持朝贡体系 ,却是

以经济上的付出为代价的。这种付出既包括对朝

贡国的纯粹的“赏赐” ,包括招待进贡使团的巨大开

销 ,也包括“厚往薄来”的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外流。

正因为如此 ,中原王朝在朝贡问题上的心态是十分

矛盾的 ,一方面 ,中原王朝希望看到“四夷来朝”的

局面 ,另一方面 ,又每每苦于维持朝贡体系的经济

负担。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不少儒家士大夫明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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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朝贡体系的规模进行一定的限制 ,甚至好大喜

功的帝王们 ,有时也会发出“入贡既频 ,烦劳太甚”

的感慨。明清两朝对贡期、贡品、使团规模等方面

进行了严格规定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为了

将朝贡国的朝贡活动控制在中国经济力量能够承

受的限度之内。

中国封建王朝的这种苦心 ,是西方的殖民者所

根本无法理解的。中国封建王朝之所以在明知朝

贡在经济上“非中国之利”的情况下 ,仍然维持朝贡

体系的运行 ,除了在经济上抱有“天朝富有四海”的

物质优越感 ,在政治上通过所谓的“四夷来朝”来确

立自己作为“天子”的合法性之外 ,显示仁慈与大

度 ,和追求“德化远及” 、“协和万邦”的一体意识之

外 ,在安全上 ,则是为了保持对周边势力的安抚笼

络与松散控制 ,以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秩序与安

全 ,即所谓“修文德以来之 ,被声教以服之 ,择信臣

以抚之 ,谨边备以防之 ,使重译来庭 ,航海入贡 ,兹

庶得其道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在儒家看

来 ,这是“守在四夷”的所谓“天子之道” 。朝贡体系

的防御性在这里体现得非常突出。

三

毫无疑问 ,作为近代以前东亚最主要的世界体

系 ,朝贡体系为维护东亚的秩序做出了不可替代的

贡献。然而 ,朝贡体系既是现实的国际体系 ,又是

理想的文化模式 ,它兼具现实与虚幻的双重性格 ,

它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正可以反映出儒家的“德化”

理论在现实领域中的真实处境。

中国与周边农业国的朝贡关系 ,应该说是基本

成功的。自给自足是东亚农业各国的基本特征 ,各

国之间的交换 ,因而主要不是日用必需品的交换 ,

而更多的是满足社会上层需要的奢侈品交换。这

种交换的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 ,基本可以通过礼物

交换的形式来完成。以朝贡为表现形式的所谓的

“礼尚往来” ,本意正在于此。而交换过程中大国对

小国的所谓“厚往薄来” ,以及与此有关的一整套复

杂的礼仪 ,则使这种交换被赋予了伦理的 、文化的

含义。国家间的关系正是这样最后变成了伦理的

关系 ,交换过程也因而变成了中华帝国推行“德化”

的过程。虽然这种交换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天朝中

心主义的色彩 ,但从总体来说 ,一方面中国以道德

与文明的化身自居 ,儒家的“不言利”原则 ,在中国

历代王朝维持朝贡体系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

彻;另一方面 ,周边朝贡国家从这一体系中 ,也确实

得到了经济、文化与安全上的好处。这是朝贡体系

在很长时间里能够在东亚农业区得以顺利运转的

现实基础;“不言利”的原则 ,也使得朝贡体系表现

出了敦厚的情感性特征。

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说 , “德化”理论得以体现

的朝贡体系 ,反映的却是东亚社会相对稳定、相对

停滞的社会发展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交

换规模的扩大 ,这种以有限交换为特征的朝贡体

系 ,势必难以继续满足各国的需要。实际上 ,越是

在朝贡体系最为完备的封建社会后期 ,朝贡体系的

伦理与情感色彩却越来越淡薄。尽管中国的儒生

与王朝的统治者依然希望通过朝贡体系来体现自

己的包容大度 ,然而周边的国家却越来越将朝贡变

成了一种贸易的手段。由于朝贡体系中所谓的“一

年一贡”、“一年三贡”无法满足周边国家的贸易要

求 ,朝贡国因而不断要求增加朝贡次数。然而非常

明显的是 ,朝贡次数的增加 ,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

的声威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相反 ,就朝贡国而言 ,

在“向化”的表象下 ,却更多的是纯粹的利益驱动。

这无疑使儒家的“德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帝国

自己的文化幻觉。

在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 ,朝贡体系与

“德化”理论表现出了更明显的脆弱性。虽然为了

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朝贡体系中 ,以维持一个稳定

的边疆秩序 ,历代中原王朝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然

而事实证明 ,这个以稳定为追求的朝贡体系 ,与游

牧文明的流动性格以及大草原兴衰无常、充满变数

的政治形势是很难接合的。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将

游牧民族纳入朝贡体系中 ,就远远不是仅有“修文

德以来之”的良好愿望所能完成。相反 ,实力的对

比在背后要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而中原王

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朝贡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只是

一种脆弱的平衡 ,任何一方情况的变动都可能造成

体系的不稳定。朝贡体系的这种脆弱性 ,实际体现

的是儒家的“德化”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性。

将近代西方国家“纳入”朝贡体系之中 ,则集中

表现了朝贡体系的虚幻性的一面。《清实录》中明

确记载顺治年间鄂罗斯(俄罗斯)、荷兰、西洋诸国

“梯山航海 ,重译来王”。乾隆年间 ,“天朝”的君臣

们更是把英国殖民主义者谋求打开中国市场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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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为 ,理解为荒远极西的夷狄由于受中华帝国的

“德化”的感召 ,而进行的“向化输诚” 。具有嘲讽意

味的是 ,虽然儒家以“德化”化人 ,但是被“德化”者

却并不买账 ,朝贡体系的荒诞性莫过于兹。实际

上 ,中国封建王朝的“德化”是难以满足西方殖民主

义者的扩张要求的。殖民主义者的文化从本质上

来说是一种强权主义的、非伦理化的文化 ,一种不

受道义约束的文化。正因为其不受道义约束 ,所以

它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实行掠夺与扩张。而类似

于夷狄“犬羊之性”、“叛服无常”、“不可以化诲怀

服”以及“只可威制 ,不可德服”的感慨 ,无疑是承认

儒家的“德化”在另一种文化逻辑面前遭受了根本

的挫折。于是在儒生的笔下 ,只好将这些“顽梗不

化”的“夷狄”归为非人的“禽兽”了事 ,以维护儒家

的“德化”在文明世界的普遍意义。这种驼鸟政策 ,

却只能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对现实问题的反应能力。

这是朝贡体系以及德化理论所无法解决的内在文

化困境。朝贡体系在近代的最终瓦解 ,也就是必然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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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ibutary system of East Asia existed independently in the world system of East Asia before

modern times.The tributary sy stem of East Asia with China as the center ,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Con-

fucian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of East Asia , and ref lects the pursuit of Confucian cultural value.Compared with

western colonial system ,although the t ributary system showed its unequal side , it has entirely different cultural con-

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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